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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基于 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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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

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

差异的影响，运用 2016 年 CFPS 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

明: 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
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 17 小时，

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 34%，子女降低母亲 8. 5%的周工资率; 相对于未婚女性，

已婚女性每周多做 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 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
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

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

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
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 10. 5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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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crease of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the gradual convergence
of 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 rate of educational return between men and women，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occupations and industries can no longer explain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gender wage difference in China． From the respective of family，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marriage，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the typical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on the gender wage difference． Using the 2016 CFPS data，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olving endogenous problems， this paper found that marriage
indirectly affects women’s wages through increasing their children and domestic working
hours，and domestic working hours and motherhood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women’s wage rates． Women work 17 hours housework per week on average，which
reduced their weekly wage by 34%． Children reduce mother’s weekly wage by 8. 5%．
Compared to unmarried women，married women work an extra seven hours of housework
per week，reducing their weekly wage rate by 14%． As for men，there is a“marriage
premium”effect． Oaxaca decomposition also shows that family characteristics，especially
domestic working hours，are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gender wage gap in addition to gender
dis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income clas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may cause greater gender wage difference in low income class． 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housework has a threshold effect on both men and women，and the
threshold is about 10. 5 hours．
Keywords: family; gender wage gap; punishing effect; marriage premium

一、引言
性别工资差异是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基本形式，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性别红利有多大? ———衡量性别不平等的部分影响与成本》指
出，假如女性的薪酬与男性相同，全球人力资本财富可增加约 1 /5，女性的人力资本财富可
增加一半以上; 通过缩小终身劳动收入方面的男女差距有望为全球带来 172 万亿美元的
“性别红利”［1］。各国政府与国际机构都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性别平等战略是欧盟委员会
为“建立平等的欧盟”所提出的首个战略。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再次提出，坚
持性别平等是我国的基本战略国策。然而，根据 2015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全球性别差
距报告》，女性的平均薪水仍然只略高于男性平均工资的一半［2］。国际劳工组织 2018 年底
发布的《2018 /2019全球工资报告》也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月平均收入比男性少约
20%; 在中国，女性和男性的月平均收入相差 19%［3］。导致性别工资差距近 1 /5背后的因素
是什么?

多年来，许多研究揭示了性别工资差异形成的部分原因。但现有研究仍然无法解释两个
困惑: 一是伴随着男女性在市场参与、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趋同，性别工资差异却迟迟未能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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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部分研究发现，我国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4］。二是传统工资方程中的变量似乎

不再能解释性别工资差异。性别工资差异可以分解为性别特征效应和系数效应 ( 也称歧视

效应) ①。随着职业隔离现象不断减少［5］、男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趋同、女性的人力资本回

报率高于男性等现象的发生［6］，能被特征效应所解释的性别工资差异部分越来越小，歧视

效应的解释力度越来越大②。由于工资方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将男女性别特征无法解释

的部分全归于性别歧视也只是无奈之举，这一方法会导致性别歧视的解释力被高估。

“婚姻”可能在性别工资差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 NBEＲ)

的报告发现女性在选择职业时会受到母亲这一身份及其家庭的影响，母亲这一身份对女性而

言是“经济惩罚”［7］。婚姻、子女、家务劳动等家庭要素减少了女性可分配于工作的时间和

精力，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引起性别工资差异，而这又反向影响了女性

的婚姻和生育决策［8－9］。事实上，尽管劳动力市场中男女双方在人力资本、劳动参与率、教

育回报率、职业分布等领域逐渐趋同，家庭内部却依旧呈现明显的“经济支柱 /家庭主妇”

的传统主义模式［10］。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2010 年城镇女性工作日平均家务

劳动时间是男性的 2. 3倍，农村则为 2. 8 倍［11］。婚姻、子女和家务劳动等家庭因素真的导

致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吗? 家庭因素是男女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吗? 它能在

多大程度上解释性别工资差异? 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于性别工资差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启示意义，对如何实现我国性别平等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生育意愿下降等家庭结构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早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就开始研究家务劳动、婚姻与子女等家庭因素对性

别工资差距的影响。17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成果显示，周家务劳动时间上升一小时会给

女性带来 0. 21%—3%的工资下降［12］。家务劳动对男性的影响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总体可以

认为家务劳动对女性的惩罚效应大于男性。将家务劳动加入工资方程，性别工资差异中可以

由性别特征解释的部分大大增加，从 29. 1%上升到 43. 4%［13］。

婚姻主要通过专业化 ( specialization) 和选择性 ( selection) 影响男女性工资［14］。专业

化是指配偶中的一人专门从事劳动力市场工作，而另一人专门从事家庭工作; 选择性是指经

济上成功的男性会被选中结婚，或者有前途的男性更有可能结婚，在这种情形下，已婚人群

和未婚人群在与收入相关的特征中会存在差异。贝克尔 ( Becker) 率先从精力分配和人力资

本的角度构建了家庭的专业化分工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的理论模型［15］。随后也有理论模型证

实了家庭的专业化分工会导致男女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而劳动市场上的差异又强化了家庭

分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16－17］。男性存在婚姻溢价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有研究发现已婚

男性的收入比未婚男性多 10%—40%［18］，并且男性的婚姻溢价随着婚龄的延长存在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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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工资方程中: ln( wage) = βX + u，由于男女性的特征 X的不同导致的性别工资差距称为特征效应，男女性由于工资
方程中变量回报率 β的差异导致的性别工资差距称为系数效应。
多数的研究中，歧视效应解释了 50%—80%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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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9］。婚姻对女性影响的研究结论则并无定论，部分研究发现婚姻对女性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 ( 又称为“诅咒效应” ) ［20］，但也有研究发现婚姻对女性的工资具有正向影响［21］，或
者婚姻对女性没有显著影响［22］。

子女对工资的影响常用于解释家庭工资差距 ( family gap) 。家庭工资差距指母亲的工资
低于无子女的女性［23］，它是性别工资差距的组成部分。大多研究发现子女会负向影响母亲
的工资，并认为生育及抚养子女引发的劳动中断或者从事兼职工作是子女影响家庭工资差距
以及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路径［24－25］。考虑到子女对女性工作参与决策的重要影响，工资差
距可分组为由于劳动中断引起的工资差距 ( interruption wage gap) 和由于男女特征差异引起
的性别工资差距 ( gender wage gap) ，而子女是母亲劳动力中断的重要原因［26］。近年来，部
分研究也发现存在着子女对男性的轻微工资溢价效应，但这一结果对回归方程的选择非常
敏感［27－28］。

中国国内主要从以下角度分析性别工资差异原因: 行业隔离、职业分割、性别歧视、市
场化和贸易等。在家庭因素中，有关婚姻对我国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张玉萍
等人认为已婚女性和母亲会面临严重的性别歧视［29］。孙良媛等发现由单身到已婚的转变会
使女性接受培训的概率下降 72%，因而也降低了婚后女性获得高工资的可能［30］。但也有部
分研究显示国内女性存在婚姻升水现象［31－32］。关于子女，国内研究大多作为控制变量，鲜
少主要从子女的角度解释性别工资差距。纪韶、王珊娜认为婚姻和生育为女性带来家务劳动
和儿童照料，特别是女性在生育后往往大幅增加对家庭的投入，最终引起性别工资差距［33］。

国内就家务劳动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较少，且结论不一致。齐良书和董晓媛利用
2008 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研究得出，家庭劳动同时对女性和男性收入产生程度大致相当
的负向影响，并且能解释男女收入差距的 27%左右［34］。卿石松和田艳芳利用 1997—2011 年
CHNS的数据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发现总家务劳动时间对男女性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

仅购买食品和做饭这两项日常的 “典型的女性”家务劳动对男性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35］;

肖洁运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发现家务劳动对已婚男性和女性的劳动收入具
有相同程度的惩罚效应和门槛效应［36］。

国内现有文献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对家庭因素的考虑不全面，这会低估家庭因素对
性别工资差距的解释力度，也无法探究各家庭因素的相对作用。第二，没有解决家务劳动的
内生性问题。与本文最相近的文章是王珊娜 2018年的研究，她曾分别探究了 “婚姻”、“子
女”和“家务劳动”因素对中国城镇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37］。本文则考虑将“婚姻”、“子
女”、“家务劳动”同时纳入回归方程，这允许我们比较和分析三个变量在性别工资差异中
的相对作用。总之，全面考虑家庭内婚姻、子女、家务劳动三者因素的文献较少，加之现有
实证研究的不足以及结论的不一致，家庭特征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三、实证模型及变量描述
基于国内外的研究可知，家务劳动、婚姻和子女是影响个人工资的重要变量。家务劳动

可能通过精力分配、工作时间、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影响个人工资; 婚姻通过专业化和选择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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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影响个人工资; 子女影响个人的劳动决策。为解释性别工资差异，本文基于明瑟收入方

程，建立个人工资模型:

lnwagei = α + β0houseworki + β1marriagedi + β2child + β3Xi + ui ( 1)

ui = μi + vi ( 2)

其中，lnwage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个人周工资对数。housework 为周家务劳动时间，

marriaged代表婚姻，child表示子女，三者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X 为控制变量，结合现

有文献，本文选取人力资本、地区、部门、行业等变量，下标 i表示男性或者女性。

家务劳动时间 housework和个人收入可能是联合决定的，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其家务

劳动量可能会相应减少［38］。个人收入方程还可能遗漏了相关变量，比如 “野心”、“能力”

等。因此，在方程 ( 2) 中，扰动项 u由内生性问题导致的偏误 μ和真实扰动项 v两部分组

成。对于内生性问题，本文沿用莫玮俏、叶兵的做法［39］，将个人所在区县分性别的平均家

务劳动时间作为工具变量。

将婚姻这一变量纳入工资方程会使我们面临一些问题: 一是选择性偏误，婚姻是个人选

择的结果，已婚和未婚群体在与收入有关的个体特征上存在差异，因而 OLS 回归得到的系

数是有偏的。我们在工资方程中控制了人力资本、地区、部门，这有助于减轻我们的担忧。

二是共线性问题，婚姻与周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婚姻带来家庭分工，可

能通过家务劳动这一途径影响个人工资; 同时已婚群体也会面临生育决策。本文通过逐步加

入上述三个变量来判断共线性问题是否造成严重偏误，这还可以帮助我们讨论不同家庭要素

对性别工资差异的相对作用。

本文的数据来自 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该数据库包含影响个人工资的主

要变量以及个人在工作日和休息日承担的家务劳动①。与既往研究保持一致，收入只考虑工

资性收入，删去以下数据: 年龄小于 18或大于 60岁，受访时在学，受访时已退休或者未就

业，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月工资收入、周工资率小于 0的数据，受

访时从事农林牧渔行业 ( 第一产业) ②。最终得到男性观测值 1980 个，女性观测值 1584 个。

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对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月工资收入都进行上

下 1%缩尾处理。相对于其他可公开获取的数据，CFPS 优势在于数据年份较新且家务劳动

时间的数据真实性较高。

为了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度量区间保持一致，因变量采用周工资率对数 lnwage。鉴于
CFPS没有周工资率数据，本文利用个人主要工作的月工资收入计算出周工资率: 周工资
wage =主要工作月工资收入 /4，其中主要工作月工资收入指: 扣除税和五险一金，主要工

作的平均月工资③。同时，为便于与现有研究进行对比，将个人周家务劳动时间 housework

定义为一周内个人花费在不包括照看子女的其他所有家务上的劳动时间，等于工作日和休息

·88·

①

②
③

CFPS在 2010、2014、2016年都分别询问了受访者的家务劳动时间，但由于家务及收入的询问问题不一致，无法对上
述三个人年份进行比较分析。CFPS在 2018年也询问了受访者的家务劳动时间，但没有公布受访者的区县码，从而
无法构建工具变量。
从事第一产业的观测值仅占样本量的 2%左右。
数据处理后，我们发现有 16%的人拥有副业，考虑到样本量，我们并没有删除这部分的样本。但我们确实发现在删
除这部分样本后，回归结果没有重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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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家务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 ( 5* 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2* 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 。

婚姻变量为哑变量，如果受访者已经结婚或者同居则取 1，未婚、离异、配偶去世则取
0。同居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家庭结构，将同居视为已婚，更能代表个人的生活状态。

样本中，已婚女性的平均工资是未婚女性的 88%; 已婚男性的平均工资是未婚男性工资的
102%，同时已婚群体性别工资差距较未婚群体更为严重。子女 child也为哑变量，有子女取
1，没有则取 0。

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 ( edu) 、 潜在工作经验 ( experience) 、 潜在工作经验平方
( experiencesquare) 、现职工作年限( tenure) 、现职工作年限的平方( tenuresquare) 、东部地区
( east) 、中部地区 ( middle) 、 户口 ( census) 、 部门 ( state) 、 党员 ( political) 、 第二行业
( industry) 。

受教育年限、潜在工作经验及其平方、现职工作年限及其平方这五个变量衡量了个人的
人力资本。参照黄志岭、姚先国的研究［40］，受教育年限可由个人最高学历推算得出，即小
学、初中、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大专 /大学本科、硕士 /博士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6、9、
12、16、19年。随后根据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推算出个人的潜在工作经验［35］，具体做法是对
于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个人，测算他们的总工作年限为年龄减去 16，因为按照劳动法需要
年满 16岁才能参加工作，则潜在的工作经验等于年龄直接减去 16; 而学历高于初中的，按
照正常情况将个人学历折算为受教育年限后，潜在工作年限的计算方法为: 潜在工作年限=

年龄－受教育年限－6①。生育和抚养子女可能会导致个人尤其是女性出现劳动力中断，因而
使用潜在工作经验会错估人力资本和其他变量的回报率［41］，现职工作年限及其平方有助于
缓解这一担忧。

东部地区 ( east ) 、中部地区 ( middle ) 和户口 ( census ) 控制地区因素。参照政府
对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划分，控制省份的虚拟变量为东部地区 ( east ) 和中部地区
( middle ) ，参照组为西部省份。非农业户口，census取 1; 农业户口则取 0。

部门 ( state ) 控制公有制门和非公有制部门之间的差异，尹志超、甘犁发现公共部门
和非公共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42］，因而使用虚拟变量公共部门 ( state ) 控制部门
因素，个人属于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和事业企业取 0，属于其他企业则取 1。党员
( political ) 控制个人的社会资本，是党员取 1，不是则取 0。第二产业 ( industry ) 控制行
业因素。行业隔离是男女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43］。将所有行业分为第二产业制造
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 ( 第一产业的样本已删去) ②。第二产业 ( industry ) 为虚拟变量，从
事第二产业取 1，第三产业则取 0。

为解决“周家务劳动时间”和“小时工资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择按性别分
个人所在区县的家务平均劳动时间 ( 男性的工具变量为所在区县内所有男性的家务平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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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使用年龄及其平方来作为个人全职工作经验及其平方的替代项是另一个常见的做法 ( 比如参考文献 ［44］ ) 。使用
年龄衡量个人的全职工作经验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回归结论。
王美艳采用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衡量行业进入门槛和垄断程度的高低［4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7》所公布的 2016
年分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将全部 19个行业按照工资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列，每四或五个行业为一组，第一类行业
为信息传输，金融，科学研究，电力、热水; 第二类行业为卫生，文化，租赁，教育，交通运输; 第三类行业为公
共服务，房地产，批发、零售，采矿业，制造业; 第四类行业为建筑业，水利环境，居民服务，住宿餐饮，农林渔
业行业。我们发现，这种行业分类不会改变我们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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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女性为所在区县内所有女性的家务平均劳动时间) 作为工具变量。

表 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具体解释和描述统计性结果。女性周工资率对数比男性低 0. 31;

女性和男性的周家务劳动时间分别为 11. 91 小时和 7. 36 小时。大部分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已

婚状态，且有子女。女性受教育年限与男性大致相当，但年龄比男性小 1. 7岁。同时，女性

潜在工作经验与现职工作年限略小于男性。男女性的地区、党员、部门和行业分布大致

相同。

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解释
女性 男性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lnwage 小时工资对数 6. 39 0. 49 6. 73 0. 48
housework 周家务劳动时间 11. 91 8. 57 7. 36 7. 44
marriage 婚姻 0. 72 0. 44 0. 68 0. 46
child 子女 0. 70 0. 60 0. 65 0. 48
edu 受教育水平 10. 40 4. 50 10. 19 4. 18
experience 工作经验 14. 89 11. 01 16. 65 11. 54
experience square 工资经验平方 343. 04 428. 21 410. 43 479. 13
tenure 现职工作年限 1. 56 3. 27 2. 19 4. 58
ten square 现职工作年限平方 13. 10 76. 40 25. 86 123. 67
eastern 东部地区 0. 51 0. 49 0. 49 0. 50
middle 西部地区 0. 27 0. 45 0. 25 0. 43
census 户籍 0. 34 0. 47 0. 30 0. 46
state 公共部门 0. 23 0. 42 0. 23 0. 42
political 党员 0. 08 0. 27 0. 11 0. 31
industry 第二产业 0. 31 0. 46 0. 49 0. 50
iv 按性别分区县平均家务劳动时间 14. 64 4. 23 9. 09 4. 18
注: 1． 个人周工资计算方法为: 周工资率 = 主要工作月收入 /4; 2． 家务劳动时间= 5* 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2* 休

息日家务劳动时间; 3． 受教育水平由个人最高学历推算得出，即小学、初中、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大专 /大学本科、
硕士 /博士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6、9、12、16、19年; 4． 工作经验由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推算得到。

四、回归结果及分解分析

为了探究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我们先对方程 ( 1) 进行回归，得到每个变

量的回归系数; 然后进行 Oaxaca 分解，计算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解释力度。我们还

进行了一些稳健性检验: 使用“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代替 “周家务劳动时间”避免该主

要解释变量的统计偏误; 鉴于“周家务劳动时间”是一个截断数据，使用 Tobit 模型来估计
2SLS的第一阶段。

1． 基本回归结果

运用 2016年 CFPS的数据，使用 “按性别分县平均家务劳动时间”作为工具变量，基

于工资方程 ( 1) 进行实证研究，表 2、表 3 分别给出了女性和男性的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其中，第 ( 1) — ( 3) 列为了探究家庭要素的相对作用，逐步纳入三个主要解释变量，第
( 4) 列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OLS 估计使用稳健标准误，同时使用 GMM 估计代替
2SLS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均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受教育年限的符号

为正; 潜在工作经验和现职工作年限对周工资率有边际递减的正效应; 东部地区的工资显著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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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女性工资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 1)
OLS

lnwage

( 2)
OLS

Inwage

( 3)
OLS

lnwage

( 4)
GMM
lnwage

marriage －0. 1006＊＊＊ －0. 0227 －0. 0204 －0. 0153
( 0. 0310) ( 0. 0375) ( 0. 0379) ( 0. 0405)

child －0. 1323＊＊＊ －0. 1176＊＊＊ －0. 0856＊＊

( 0. 0418) ( 0. 0417) ( 0. 0436)
housework －0. 0065＊＊＊ －0. 0207＊＊＊

( 0. 0014) ( 0. 0041)
edu 0. 0234＊＊＊ 0. 0233＊＊＊ 0. 0233＊＊＊ 0. 0234＊＊＊

( 0. 0035) ( 0. 0035) ( 0. 0035) ( 0. 0036)
experience 0. 0096＊＊ 0. 0146＊＊＊ 0. 0166＊＊＊ 0. 0212＊＊＊

( 0. 0045) ( 0. 0049) ( 0. 0049) ( 0. 0053)
experience square －0. 0004＊＊＊ －0. 0005＊＊＊ －0. 0005＊＊＊ －0. 0005＊＊＊

( 0. 0001) ( 0. 0001) ( 0. 0001) ( 0. 0001)
tenure 0. 0379＊＊＊ 0. 0387＊＊＊ 0. 0377＊＊＊ 0. 0355＊＊＊

( 0. 0096) ( 0. 0097) ( 0. 0098) ( 0. 0102)
tenure2 －0. 0009＊＊ －0. 0009＊＊ －0. 0009＊＊ －0. 0009＊＊

( 0. 0004) ( 0. 0004) ( 0. 0004) ( 0. 0005)
east 0. 1246＊＊＊ 0. 1246＊＊＊ 0. 1194＊＊＊ 0. 1082＊＊＊

( 0. 0273) ( 0. 0272) ( 0. 0272) ( 0. 0286)
middle －0. 0430 －0. 0423 －0. 0457 －0. 0530*

( 0. 0302) ( 0. 0302) ( 0. 0300) ( 0. 0312)
state 0. 0926＊＊＊ 0. 0917＊＊＊ 0. 0841＊＊＊ 0. 0676＊＊

( 0. 0301) ( 0. 0299) ( 0. 0299) ( 0. 0313)
census 0. 0277 0. 0266 0. 0157 －0. 0082

( 0. 0281) ( 0. 0280) ( 0. 0280) ( 0. 0290)
political 0. 1472＊＊＊ 0. 1439＊＊＊ 0. 1483＊＊＊ 0. 1577＊＊＊

( 0. 0451) ( 0. 0449) ( 0. 0452) ( 0. 0470)
industry 0. 0914＊＊＊ 0. 0920＊＊＊ 0. 0896＊＊＊ 0. 0844＊＊＊

( 0. 0247) ( 0. 0247) ( 0. 0246) ( 0. 0254)
Constant 6. 0022＊＊＊ 5. 9929＊＊＊ 6. 0453＊＊＊ 6. 1600＊＊＊

( 0. 0647) ( 0. 0646) ( 0. 0653) ( 0. 0751)
样本量 1586 1586 1586 1586
Ｒ-squared 0. 190 0. 195 0. 206 0. 155
工具变量相关性检验 ( F检验) 0. 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 沃尔德检验) 0. 0000
内生性检验 ( C统计量) 0. 0004
注: 1． 上标分别表示: ＊＊＊p＜0. 01，＊＊p＜0. 05，* p＜0. 1; 2． 括号中的数字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高于西部地区; 户籍对男女性没有显著影响; 公共部门的工资高于非公共部门; 女性党员的
工资高于非党员，党员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制造业的工资显著高于服务业。

表 2第 ( 4)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周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对女性工资具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在加入“子女”后，“婚姻”的回归系数明显减小，且转为不显著，这说明尽管婚
姻并不直接影响女性工资，但会通过随之增加的“家务劳动”和“子女”两方面因素对女性
工资产生间接影响。且子女因素降低了母亲 8. 5%的周工资率; 女性平均每周家务劳动时间约
为 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 34%。发达国家中，周家务劳动时间上升一小时会给女性
带来 0. 21%—3%的工资下降［46］，我们的结论显示，中国也位于这一区间 ( 2. 07%)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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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男性工资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 1)

OLS

lnwage

( 2)

OLS

Inwage

( 3)

OLS

lnwage

( 4)

GMM

lnwage
marriage 0. 0835＊＊＊ 0. 0995＊＊＊ 0. 0991＊＊＊ 0. 0993＊＊＊

( 0. 0280) ( 0. 0355) ( 0. 0356) ( 0. 0354)
child －0. 0265 －0. 0249 －0. 0258

( 0. 0384) ( 0. 0385) ( 0. 0383)
housework －0. 0030＊＊ －0. 0013

( 0. 0014) ( 0. 0027)
edu 0. 0245＊＊＊ 0. 0246＊＊＊ 0. 0245＊＊＊ 0. 0246＊＊＊

( 0. 0034) ( 0. 0034) ( 0. 0033) ( 0. 0033)
experience 0. 0248＊＊＊ 0. 0257＊＊＊ 0. 0262＊＊＊ 0. 0259＊＊＊

( 0. 0046) ( 0. 0048) ( 0. 0047) ( 0. 0048)
experience square －0. 0007＊＊＊ －0. 0008＊＊＊ －0. 0008＊＊＊ －0. 0008＊＊＊

( 0. 0001) ( 0. 0001) ( 0. 0001) ( 0. 0001)
tenure 0. 0053 0. 0056 0. 0055 0. 0056

( 0. 0065) ( 0. 0065) ( 0. 0065) ( 0. 0064)
tenure2 0. 0001 0. 0001 0. 0001 0. 0001

( 0. 0002) ( 0. 0002) ( 0. 0002) ( 0. 0002)
east 0. 1458＊＊＊ 0. 1453＊＊＊ 0. 1397＊＊＊ 0. 1430＊＊＊

( 0. 0248) ( 0. 0248) ( 0. 0248) ( 0. 0249)
middle －0. 0079 －0. 0078 －0. 0143 －0. 0105

( 0. 0295) ( 0. 0295) ( 0. 0297) ( 0. 0299)
state 0. 1223＊＊＊ 0. 1224＊＊＊ 0. 1218＊＊＊ 0. 1221＊＊＊

( 0. 0278) ( 0. 0278) ( 0. 0278) ( 0. 0277)
census －0. 0115 －0. 0114 －0. 0112 －0. 0113

( 0. 0260) ( 0. 0260) ( 0. 0260) ( 0. 0259)
political －0. 0153 －0. 0151 －0. 0132 －0. 0143

( 0. 0358) ( 0. 0358) ( 0. 0356) ( 0. 0356)
industry 0. 0970＊＊＊ 0. 0967＊＊＊ 0. 0987＊＊＊ 0. 0976＊＊＊

( 0. 0216) ( 0. 0216) ( 0. 0216) ( 0. 0215)
Constant 6. 0956＊＊＊ 6. 0915＊＊＊ 6. 1114＊＊＊ 6. 0997＊＊＊

( 0. 0613) ( 0. 0616) ( 0. 0622) ( 0. 0636)

样本量 1986 1986 1986 1986
Ｒ-squared 0. 137 0. 137 0. 139 0. 138

工具变量相关性检验 ( F检验) 0. 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 沃尔德检验) 0. 0000

内生性检验 ( C统计量) 0. 486

注: 1． 上标分别表示: ＊＊＊p＜0. 01，＊＊p＜0. 05，* p＜0. 1; 2． 括号中的数字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 3第 ( 4) 列的回归结果则显示，男性存在婚姻溢价效应，“子女”对男性的影响虽

然为负，但系数小，且不显著; 这些与现有结论基本一致。“周家务劳动时间”对男性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但没有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比表 2和表 3，男女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大小基本

相等，但家庭特征的系数存在明显差异，表明 “婚姻”和 “子女”对男女性具有不同的作

用: 男性存在婚姻溢价效应，子女对女性具有经济惩罚效应，这既与家庭分工有关，结婚尤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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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生育子女后，女性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但男性却能从中受益; 也说明了一个
细微的事实: 对女性而言，“子女”的存在比婚姻更加重要，影响也更加直接和明显。家务
劳动对女性工资的负向效应在使用 2SLS前后均大于男性，这可能与男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
类型有关［47］，又或者家务劳动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劳动时间到达一定门槛，个人才无法兼
顾生活与工作［48］。

2． 性别工资差异的分解分析
瓦哈卡 ( Oaxaca) 认为性别工资差异分解为可以由个人性别特征解释的部分和无法由

个人特征解释的部分，其中无法解释的部分被认为是歧视，从而可以衡量出歧视的大小［49］。

具体表示为:
ln( 珚Wm ) － ln( 珚Wf ) = ( 珔X'm － 珔X'f ) β' f + 珔X'm( β'm － β' f )

= ( 珔X'm － 珔X'f ) β'm + 珔X'f( β'm － β' f ) ( 3)

其中，珚Wm、珔X'm、β'm 分别表示男性工资均值、工资方程中各解释变量均值组成的向量、

工资方程各系数估计值组成的向量; 下标为 f对应女性。其中，第一排右侧的式子以女性的
系数估计值 β' f 作为无歧视时的系数估计值，第二排的式子以男性的系数估计值 β'm 作为无

歧视时的系数估计值。( 珔X'm － 珔X'f ) β' f 和( 珔X'm － 珔X'f ) β'm 表示个人特征可以解释的性别工资差

异，即特征效应; 珔X'm( β'm － β' f ) 和 珔X'f( β'm － β' f ) 为系数差异解释的部分，即系数效应或性
别歧视。

为避免不同分解基准所导致的解释程度差异，本文采用以下形式:

ln( 珚Wm ) － ln( 珚Wf ) =
β' f + β'm

2
( 珔X'm － 珔X'f ) +

珔X'm + 珔X'f
2

( β'm － β' f ) ( 4)

该式右边第一项表示特征效应，第二项表示系数效应。

表 4给出了性别工资差异的分解结果。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家庭因素时，所有变量特征
效应的解释力度都很小，性别工资差距基本是由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性别歧视所引起;

将家庭特征纳入回归方程，并解决内生性问题后 ( 第四列) 发现，家务劳动的特征效应解
释了 12. 8%的性别工资差距，占总特征效应的 73%，家庭因素的特征效应解释了 13. 3%的
性别工资差距，占总特征效应的 75%。在逐步加入 “婚姻”、“子女”，“周家务劳动时间”，

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特征效应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解释力度也逐渐加强。

即使考虑到家庭要素，性别工资差异中仍有 82%的部分无法使用性别特征差异来解释，

家务劳动、婚姻和子女的系数效应分别解释了 35%、20%和 19%的性别工资差距，三项之和
占总系数效应的 90%。瓦哈卡将系数效应称之为 “性别歧视”［49］，家庭要素引起的性别歧
视在理解性别工资差异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工资方程中，家庭要素的系数差异不完全是由劳
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所致。部分研究发现，“周家务劳动时间”对男女性回归系数的差异可
能是由门槛效应或者家务劳动类别所导致。“子女”和“婚姻”的系数差异也部分由男女性
的生理差异所引起，为了生育，女性必然会有一段时间的劳动力中断。因而，可以将第四列
中各家庭要素特征效应的解释比率视作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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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性别工资差异分解

变量

不控制“家务劳动”
不控制“婚姻”
不控制“子女”

OLS-OLS

不控制“家务劳动”
控制“婚姻”
控制“子女”

OLS

控制“家务劳动”
控制“婚姻”
控制“子女”
OLS-OLS

控制“家务劳动”
控制“婚姻”
控制“子女”
GMM-OLS

总工资差距 ( %) 100 100 100 100
特征效应 ( %) 2. 73 3. 93 10. 08 17. 54
家庭要素 — 0. 73 6. 45 13. 31
家务劳动 — — 5. 85 12. 85
婚姻 — －0. 56 －0. 58 －0. 72
子女 — 1. 29 1. 18 1. 17
人力资本 －1. 72 －1. 30 －0. 99 －0. 40
地区 －1. 01 －1. 00 －0. 90 －0. 78
部门 0. 00 0. 00 0. 00 0. 00
社会资本 0. 47 0. 44 0. 46 0. 47
行业 4. 99 5. 06 5. 06 4. 94
系数效应 ( %) 97. 43 96. 02 89. 74 82. 48
家庭要素 — 46. 22 50. 44 74. 35
家务劳动 — — 7. 31 35. 29
婚姻 — 25. 44 24. 35 20. 40
子女 — 20. 78 18. 78 18. 66
人力资本 69. 25 15. 59 11. 93 1. 84
地区 2. 54 2. 20 2. 76 5. 92
部门 －1. 63 －2. 02 －2. 57 －3. 65
社会资本 －4. 28 －4. 38 －4. 44 －4. 57
行业 1. 55 0. 76 1. 33 1. 82
常数项 30. 00 37. 65 30. 29 6. 76
注: 1． 第三列“含婚姻与家务劳动”，将表 3、表 4的第三列回归结果进行分解，第四列“含婚姻与家务劳动”，将

表 3的第五列与表 4的第三列回归结果进行分解; 2． 人力资本指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及其平方、现职工作年限及其平
方这五个变量，地区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户口这三个变量，部门指公共部门这一变量，社会资本指党员这一变量，
行业指第二产业这一变量。

3． 稳健性检验
( 1) 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前面我们假设周家务劳动时间 = 5* 工作日家务劳动时

间+2* 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但是 CFPS中工作日和休息日是针对受访者而言的工作日和休
息日，并不是日历意义上的工作日。所以，部分受访者可能并不满足这一假设。此外，在休
息日，个人可以更加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工作日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大于休息日，因而
使用“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或许更能衡量家务劳动对个人工资率的影响。使用 “工作日
家务劳动时间”度量家务劳动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5的结论与表 2、表 3 基本一致: 周家务
劳动时间和子女对女性的周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且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对男性的惩
罚效应仍然小于女性; 婚姻对男性的周工资率具有正向效应。

( 2) 使用 Tobit模型估计 2SLS的第一阶段。在表 2、表 3的主要回归方程中，我们使用
OLS估计 GMM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但“周家务劳动时间”是一个截断数据: 周家务劳动时
间必须大于等于 0。使用 Tobit模型估计 GMM的第一阶段更为合理。有鉴于此，这里采用更
换模型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方法为将 GMM模型中第一阶段的估计方法由 OLS 改
为 Tobit。表 6的回归结果显示，这一改变基本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49·



张 芬，等: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表 5 “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对小时工资的影响

变量
( 1)
OLS

lnwage

( 2)
OLS

Inwage

( 3)
OLS

lnwage

( 5)
GMM
lnwage

Panel A: 女性
housework －0. 0492＊＊＊ －0. 0472＊＊＊ －0. 0457＊＊＊ －0. 1290＊＊＊

( 0. 0102) ( 0. 0101) ( 0. 0100) ( 0. 0268)
marriage －0. 0897＊＊＊ －0. 0202 －0. 0135

( 0. 0309) ( 0. 0375) ( 0. 0395)
child －0. 120＊＊＊ －0. 0972＊＊

( 0. 0415) ( 0. 04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90 1590 1590 1590
Ｒ-squared 0. 198 0. 202 0. 206 0. 168
内生性检验 ( C统计量) 0. 0000
Panel B: 男性
housework －0. 0243＊＊ －0. 0241＊＊ －0. 0239＊＊ －0. 0092

( 0. 0095) ( 0. 0095) ( 0. 0096) ( 0. 0187)
marriage 0. 0844＊＊＊ 0. 0986＊＊＊ 0. 0996＊＊＊

( 0. 0278) ( 0. 0355) ( 0. 0353)
child －0. 0236 －0. 0248

( 0. 0384) ( 0. 03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000 2000 2000 2000
Ｒ-squared 0. 136 0. 140 0. 140 0. 139
内生性检验 ( C统计量) 0. 4022

表 6 分别使用 OLS、Tobit模型估计 GMM的第一阶段

变量

( 1)
女性
OLS

lnwage

( 2)
女性
Tobit
Inwage

( 3)
男性
OLS

lnwage

( 4)
男性
Tobit
lnwage

housework －0. 0207＊＊＊ －0. 0207＊＊＊ －0. 0013 －0. 0012
( 0. 0041) ( 0. 0038) ( 0. 0028) ( 0. 0028)

marriage －0. 0153 －0. 0140 0. 0993＊＊＊ 0. 0985＊＊＊

( 0. 0405) ( 0. 0373) ( 0. 0354) ( 0. 0353)
child －0. 0856＊＊ －0. 0857＊＊ －0. 0258 －0. 0226

( 0. 0436) ( 0. 0412) ( 0. 0383) ( 0. 0380)
样本量 1586 1586 1986 1986
Ｒ-squared 0. 155 0. 211 0. 138 0. 138
注: 表中给出的回归结果是 GMM估计第二阶段的结果，其中第一列和第三列，使用仍旧 OLS 估计 GMM 的第一阶

段; 第二列和第四列，使用 Tobit模型估计 GMM的第一阶段。

五、进一步讨论

前面表 2中回归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子女和家务劳动，势必会高估婚姻对性别工资差

异的影响力。在婚姻、子女、家务劳动这三个家庭特征因素中，为什么加入子女和家务劳动

之后会弱化婚姻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是否婚姻本身并不具备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力，

而伴随婚姻而来的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因素才是决定因素? 本文将基于对这三大家庭特征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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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间相关关系的深入探讨，进一步剖析家庭特征中性别工资差异的主导因素。同时，不同
收入阶层的偏好、生活和行为习惯各有不同，因此家庭特征与性别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可能
也存在异质性。我们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了不同收入阶层下家庭因素与性别工资差异的关
系。最后，我们还检验了家务劳动的门槛效应，这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家务劳动对男女性有较
大的影响差异。

1． 婚姻、子女、家务劳动的相关关系
表 7 婚姻与家务劳动、子女的关系
变量 女性 男性

总体家务劳动时间 17. 41 9. 37
样本数 8803 10806

未婚群体家务劳动时间 11. 19 8. 30
样本数 1104 1831

已婚群体家务劳动时间 18. 30 9. 58
样本数 7698 8975

总体有子女者所占比重 0. 87 0. 82
样本数 8803 10806

未婚群体有子女者所占比重 0. 29 0. 19
样本数 1104 1831

已婚群体有子女者所占比重 0. 95 0. 94
样本数 7698 8975
注: 1． 为了减少测量误差，有家务劳动时间、婚姻与子女数据

的观测值都纳入了表 7，所以表 7 的样本数高于前面回归分析中的
样本数，但删除了以下数据: 年龄小于 18或大于 60 岁、受访时在
学、受访时已退休或者未就业、工作日或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小于
0; 2． 已婚指在婚或者同居，未婚指未婚、离异、配偶去世; 3． 工
作日家务劳动时间和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经过上下 1%缩尾处理。

表 7 展示了这三个变量的相关关
系，结果显示: 未婚女性平均每周比男
性多从事大约 3小时的家务，而已婚女
性平均每周比男性多 9 小时用于家务，

结婚后男女性分别增加 1小时和 7小时
的家务劳动，这说明婚姻促进了家庭内
部分工和劳动专业化①。根据 CFPS 得
到的我国男女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与发
达国家相似，美国已婚女性分配在家务
劳动上的时间是已婚男性的 1. 7 倍［50］，

我国这一数据为 1. 83 倍。婚姻还与生
育密切相关: 样本中婚姻和子女相关系
数为 0. 7; 95%左右的已婚人群需要抚
养子女，如此高的数字暗示多数夫妻婚
后需要考虑生育问题。29%的未婚女性
有子女，比男性多 10%，这可能源于夫妻离婚后子女多跟随母亲，或者未婚先孕。

家庭特征因素中，婚姻、家务劳动时间、子女三个要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并不是并
立的，而是相互干扰，“婚姻”会带来“子女”和“家庭分工”。表 8进一步给出了按婚姻、

子女分的明瑟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见，家务劳动对女性工资的负面影响并不会随着婚姻与
否有着明显差异，说明婚姻并不会直接对女性工资产生负面影响，但 “婚姻”可以通过增
加“家务劳动时间”间接影响女性工资; 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 7 小时家务，

这降低了她们 14%的周工资率。“家务劳动”对无子女男性无影响，其原因可能是这部分男
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较短，未达到门槛值。值得注意的是，“子女”只对已婚女性显著影响为
负; “婚姻”只对有子女男性产生溢价效应，这似乎显示只有在 “婚姻”和 “子女”的联
合作用下它们才会对男女性工资产生负向影响，而差异在于 “子女”对女性作用更直接，

而“婚姻”对男性作用更直接。这可能是多种原因导致的: 未婚但需要抚养子女的女性需
要具备更高的劳动力素养，或者这些女性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以便更有能力抚
养子女; 有子女的已婚男性由于需要抚养子女可能更专注于工作。本文由于样本量有限且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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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截面数据，上述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事实上，本文样本中 95%左右的已婚人群需要

抚养子女，因而至少可以合理猜测婚姻可能通过 “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使用 1982 年

索贝尔 ( Sobel) 提出的 Z变量检验“婚姻”为女性带来家务劳动的中介效应，p值为 0. 03;

检验“婚姻”为女性带来子女的中介效应，p值为 0. 00，表明存在中介效应①。

表 8 按婚姻、子女分回归结果

变量

( 1)
未婚女性
GMM
lnwage

( 2)
已婚女性
GMM
Inwage

( 3)
未婚男性

OLS
lnwage

( 4)
已婚男性

OLS
lnwage

Part A按婚姻分回归结果
housework －0. 0216＊＊ －0. 0200＊＊＊ 0. 0033 －0. 0056＊＊＊

( 0. 0085) ( 0. 0045) ( 0. 0022) ( 0. 0017)
child 0. 0824 －0. 1096＊＊ －0. 0685 0. 0028

( 0. 0987) ( 0. 0474) ( 0. 0784) ( 0. 04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40 1146 651 1335
Ｒ-squared 0. 123 0. 161 0. 150 0. 154

变量

( 1)
无子女女性

GMM
lnwage

( 2)
有子女女性

GMM
lnwage

( 3)
无子女男性

OLS
lnwage

( 4)
有子女男性

OLS
lnwage

Part B按子女分回归结果
housework －0. 0306＊＊＊ －0. 0167＊＊＊ 0. 0024 －0. 0051＊＊＊

( 0. 0100) ( 0. 0043) ( 0. 0022) ( 0. 0017)
marriage 0. 0094 －0. 1067 0. 0499 0. 1716＊＊＊

( 0. 0520) ( 0. 0724) ( 0. 0444) ( 0. 06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90 1096 722 1264
Ｒ-squared 0. 100 0. 149 0. 152 0. 158

2． 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特征与性别工资差距

不同收入阶层中，家庭特征与性别工资差距关系的异质性可能源于两种原因: 一方面，

男女家庭特征差异随收入分布而变化，这可以理解为不同收入组之间的特征差异; 另一方

面，家庭特征对男女工资率的影响系数之差随收入分布而变化，这可以理解为不同收入组之

间的系数差异。表 9显示，两性周家务劳动时间之差随着工资率的上升而下降，其中已婚群

体下降速度更快。女性已婚率随收入增加而降低，男性则相反; 女性有子女的概率随收入增

加而降低，男性有子女的概率随收入无明显变化②。家务劳动、婚姻和子女在不同收入阶层

的分布差异会进一步导致中低层收入的两性面临更大的性别工资差距。

在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特征对工资率的影响可能具有差异。图 1显示，在周工资率不同

分位点上，周家务劳动、婚姻对两性工资的影响基本维持稳定。不过在分位数位于 0. 8 以上

时，女性受到的家务劳动负向效应迅速增大，婚姻的负向效应也有一定程度扩大，在收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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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婚姻带来家务劳动，检验该项中介效应时，考虑到本文中的家务劳动时间不包括抚养子女的时间，因而未在回归方
程中加入“子女”作为控制变量; 同理，婚姻带来子女，检验该项中介效应时，未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周家务劳动
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婚姻、子女对男女性工资的影响方向相反，所以我们无法从男女性已婚率、有子女概率之差随收入的变化得到
一定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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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收入阶层家务劳动、婚姻与子女的分布

分位数
女性 男性 女性－男性

未婚女性 已婚女性 未婚男性 已婚男性 未婚 已婚
Panel A: 周家务劳动时间
0—0. 2 10. 52 16. 13 6. 13 8. 91 4. 39 7. 22
0. 2—0. 4 8. 17 14. 29 6. 13 8. 02 2. 04 6. 27
0. 4—0. 6 8. 70 12. 60 7. 02 7. 82 1. 68 4. 78
0. 6—0. 8 8. 22 11. 47 6. 20 7. 30 2. 02 4. 17
0. 8—1. 0 7. 19 10. 14 5. 88 6. 7 1. 31 3. 44

分位数 女性 男性 女性－男性
Panel B: 婚姻 ( 已婚率)
0—0. 2 0. 82 0. 67 0. 15
0. 2—0. 4 0. 75 0. 67 0. 08
0. 4—0. 6 0. 68 0. 65 0. 03
0. 6—0. 8 0. 70 0. 71 －0. 01
0. 8—1. 0 0. 66 0. 71 －0. 05

分位数 女性 男性 女性－男性
Panel C: 子女 ( 有子女的比例)
0—0. 2 0. 84 0. 68 0. 16
0. 2—0. 4 0. 74 0. 63 0. 11
0. 4—0. 6 0. 64 0. 62 0. 02
0. 6—0. 8 0. 63 0. 66 －0. 03
0. 8—1. 0 0. 65 0. 65 0
注: 表中 Panel A数值单位为各分位数下子样本群体的周家务劳动时间; Panel B 中数值单位为各分位数下子样本中

已婚者所占比例; Panel C中数值单位为各分位数下子样本中有子女者所占比重。

高时，女性的时间成本更为昂贵。子女对女性工资率的系数随工资分布而显著变化，从
－0. 2左右线性上升，接近甚至超过 0; 低收入阶层的女性受到子女的负影响更明显。

图 1 “周家务劳动时间”、“婚姻”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化

说明: 女性使用 GMM进行回归; 男性使用 OLS进行回归。解释变量包括婚姻、周家务劳动时

间以及其他所有的控制变量。

总体而言，家庭特征与性别工资差距的关系确实在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中有所差异。相对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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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男女性家务分工更不平等，更多的女性生育子女，且子女对女性的
负向效应在低收入阶层也更为明显，所以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

3． 家务劳动的门槛效应

基本回归 ( 见表 2、表 3) 中，我们发现男女两者的家务劳动系数大小相差数倍，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 男性的周家务劳动时间没有到达门槛①，尤其是在婚姻导致家庭分工后，已

婚男女面临更大的家务劳动时间差距。将家务劳动时间进行分组，在相同的周家务劳动时间

段内，家务劳动时间对男女两者工资率的回归系数大小相等，则说明门槛效应是家务劳动时

间对男女性惩罚效应不同的主要原因。根据样本中男女性的平均周家务劳动时间对个人进行

分组。在最终的样本中，女性平均每周劳动 14 小时家务，我们将 “周家务劳动时间”分为
以下 4个部分: 0—7小时、7—14 小时、14—21 小时、21 小时以上。男性平均每周劳动 9

小时家务，我们将 “周家务劳动时间”分为以下 4 个部分: 0—3. 5 小时、3. 5—7 小时、

7—10. 5小时、10. 5小时以上。

表 10显示，使用男性女性样本均值对家务劳动分组时，男女性周家务劳动时间小于
10. 5小时时，回归系数不显著，大于 10. 5小时时，回归系数显著。家务劳动确实对男性和

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 10. 5小时左右，仅使用女性样本均值分组未能出现类似结

果，原因在于该分组跨度过大。但是在各个分组下，“周家务劳动时间”对男性工资率的负

向效应仍普遍小于女性，门槛效应只能部分解释男女 “周家务劳动时间”系数的差异; 剩

下的差异可能由男女性家务劳动的类型或者男女性某些本质特征所决定②。值得注意的是婚
姻导致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均值从 11小时增加至 17小时，远高于门槛值，这也证明了婚姻虽

然不会直接影响女性工资，但在解释性别工资差异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表 10 “周家务劳动时间”的门槛效应

变量

( 1)
女性

女性样本均值
OLS

lnwage

( 2)
女性

男性样本均值
OLS

lnwage

( 3)
男性

女性样本均值
OLS

lnwage

( 4)
男性

男性样本均值
OLS

lnwage
housework: 7—14h、3. 5—7 －0. 0712＊＊ 0. 0018 －0. 0496＊＊ －0. 0078

( 0. 0290) ( 0. 0368) ( 0. 0234) ( 0. 0264)
housework: 14—21h、7—10. 5h －0. 1574＊＊＊ －0. 0406 －0. 0841＊＊＊ －0. 0487

( 0. 0329) ( 0. 0422) ( 0. 0312) ( 0. 0333)
housework: 21h以上、10. 5h以上 －0. 2021＊＊＊ －0. 1278＊＊＊ －0. 1050＊＊ －0. 0559＊＊

( 0. 0380) ( 0. 0352) ( 0. 0437) ( 0. 0275)
marriage －0. 0152 －0. 0174 0. 1001＊＊＊ 0. 1011＊＊＊

( 0. 0378) ( 0. 0376) ( 0. 0358) ( 0. 0356)
child －0. 1106＊＊＊ －0. 1111＊＊＊ －0. 0238 －0. 0259

( 0. 0417) ( 0. 0420) ( 0. 0387) ( 0. 03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86 1586 1986 1986
Ｒ-squared 0. 212 0. 210 0. 142 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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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门槛效应的研究取决于对门槛的选择，因此我们根据样本的平均周家务劳动时间来构建家务劳动时间的分组，以此
避免分组的主观性。
比如: 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偏好家庭，更愿意在单位家务劳动时间中集中更多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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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性别平等是一个重要话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性别平等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第三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认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男女
比例分别为 61. 6%和 54. 8%，比 2000年分别提高了 7. 7 和 4. 4 个百分点，传统的家庭分工
模式和观念并未改变。本文试图从家庭角度探究性别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工资差
异的原因。本文的主要结论有: ①在“婚姻”、“子女”和 “家务劳动”这三个主要的家庭
特征变量中，“家务劳动”的特征效应对性别工资差距具有较大解释力度，且不解决内生性
问题会低估家务劳动时间对性别工资差距的解释力度; 家庭要素引起的性别歧视在理解性别
工资差异中具有重要作用。② “婚姻”并不直接影响女性工资，但会通过伴随婚姻而来的
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差异及婚后子女的生育间接影响女性工资。③家庭特征可能导致低收入阶
层面临更大的性别工资差距。④部分男女性 “周家务劳动”的系数差异可由门槛效应加以
解释。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组建家庭时，女性不成比例地承担了收入减少的压力，这种差
距和文化有一定关系，也和企业与社会在重视并支持育儿及提高家庭和工作兼容性的各类政
策支持不足有关。政府应出台各种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解决男女就业和职业发展中
的不平等，以提高女性的经济参与，促进女性就业，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就业权利，尤其要关
注低收入女性群体的就业保障问题。在职场上，女性应该拥有生育后继续工作且不受任何歧
视的机会。社会层面应该充分肯定女性承担的生育、哺乳和家庭劳动创造的巨大价值，确保
女性和男性都能将家庭、社会责任和工作结合起来。正如世界银行主管性别问题的高级局长
凯伦·格罗恩曾指出的那样①，要改善妇女的终身收入机会，通过缩小就业创业中的性别差
距建立后备人才梯队，并取消阻碍女童和女性发展的歧视性法律和限制性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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